柳亚子的沪寓藏书
胡道静

    柳亚子先生的思想，紧跟时代的潮流前进，从不僵化，更不后退。他是急流中的勇进者。从他的藏书，特别是所藏的大量的定期刊物（期刊）也强烈地反映出来。

三十年代的中期，柳公沪寓辣斐德路（今名复兴中路）1257号（此屋现在的门牌号是517号）。客厅里西偏坐南面北陈列着一长排很高的书橱，玻璃橱窗的后面用绢蒙起来了，不晓得里面藏的是什么书。

那时我在柳公领导的上海市通志馆里工作，安排给我写的志稿是《文化事业编》。其中有一个项目是《上海的定期刊物》。于是我检索文献，进行实况调查，还到天主教的徐家汇藏书楼去呆了好些日子，把上海自开埠以后出版过的定期刊物从《六合丛谈》以下都纪述进去。当时我毕竟年青，对于上海新闻报刊的历史所知甚少，并且十分缺乏感性认识。在进通志馆工作以前，我是钻在故纸堆里学习祖国古代文化的，对于一些讲求旧学（当时的名称是“国学”或曰“国粹”）的刊物还能如数家珍，别的就两眼墨黑，不甚了了。所以做这个工作，感到困难，但初稿还是写出来了，并被选刊在《上海市通志期刊》的创刊号里。一印出来，众目昭彰，便显出缺漏太多，即使著录进去的也不能把必要的情况都介绍清楚。而且接下来要把初稿修订，准备作为定稿，这部分就需要大加补充。怎么补充修订呢！真是个大难题，我就提笔写了封信给柳公诉苦。隔天，收到回信，使我大喜过望。信中说，他家里有不少的期刊，没有编过目，打算邀我去他家给编一个目录，同时让我可以从他的所藏期刊中得到增订志稿所需要的材料（这是指收藏中属于上海出版的那些刊物）。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佳事，我当然欣然从命。信中并给我安排了每天上午在馆办公，中午休息过后，2点钟到他家编目2小时，到编完为止。

这样，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每天我就去柳公馆工作。以前，我也去过柳公馆作客，如同本文开端所说，见过客厅里有一长排书橱，但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书。这回为工作而去，第一天，柳公从楼上的起居和工作室来到中层的客厅，把书橱的钥匙交给了我，要我自己启开书橱取书编目。这才知道，橱中所藏，尽是大量的成套（联号）期刊，从辛亥革命前夕起直到当代（三十年代）的各种进步期刊。两个星期里，我把书橱里的期刊完全清点，编成草目以后，感觉到柳公的所藏有三多：

一是辛亥革命前倡导民主革命和反清排满的刊物多。同盟会以及留学生在日本出版的这方面的刊物收藏得非常之多，像《民报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江苏》、《河南》、《湖北学生界》等，在上海出版的则有《女报》、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以及柳公自己在上海举办的《复报》等。《复报》是中国同盟会的外围青年自治会的机关报，在沪编辑，邮寄日本东京印刷，印成运回上海发行。

二是五四运动前后提倡新文化、新思想以及文学革命的刊物多。像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前期的《创造》等。国民党的《建设》（由孙中山亲自把舵的）、共产党的《响导》当然不会缺少。还有一个现象使我注意到了，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期刊，像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、《学生杂志》等，虽然早已创刊，而且到三十年代也在持续出版，柳公所藏的，却只有这些刊物的“改革”后来表现进步倾向的一段时期。这只须一提它们的主编人便能说明问题，如《东方杂志》由胡愈之主编时期，《小说月报》由沈雁冰主编时期，《学生杂志》由杨贤江主编时期，而当上述主编被更调，刊物的内容又倒退回去时，柳公的收藏就中断了。这类刊物的“截头去尾”，最清楚地表明了柳公要读的是什么，不要读的又是什么。

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以后，革命文艺和革命文化接过战旗的刊物多，也就是说左翼文艺和文化的刊物多，像后期的《创造》、《洪水》、《南国周刊》、《南国月刊》、《奔流》、《正路》、《国际文化》等等。从“左联”成立后，联盟所领导的各个文化组织的刊物，几乎是没有缺少的。

“三多”综合和复迭的印象，使我得到了一个概念，就是柳公藏书中的期刊部分，恰好是他的政治观念、社会意识、文化思想不断地随着二十世纪激荡的时代潮流，冲刷前进所留下的足迹，一个很好的印证。概括而言之，是“从民主革命到阶级革命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”，这乃是藏书与主人思想步伐一致的表现。当然，柳公藏书的其他部分，也是如此，不过我只编了他的期刊藏目，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和联想是在这儿。

草目编完以后，便向柳公告辞。他要我据此草目清写一份，给他保存，而草目则允许我留着作为修改补充《通志稿》的上海期刊总目的参考材料。我于是问：您所藏的期刊目录题个什么名称呢？柳公不假思索，答称，就写《磨剑室藏期刊目录》。“磨剑”二字出自唐贾岛《剑客》诗：“十年磨一剑”。隐“君子十年复仇”意。柳公取这个室名，很早很早了，当时的剑锋，是对准专制主义、顽清王朝。清王朝被推翻了，可是专制主义并没有消灭，顽固的反动势力乔装打扮后依然在横行霸道。柳公的剑，还是要磨下去，磨下去。所以到了三十年代，霍霍磨声仍是他的室名。（有的时候，他亦写作“砺剑室”。意义是一样的。）

我就照他吩咐的办了。

柳公嘱我办这件事，是1935年夏天的事，是那年炎夏中一件非常愉快的事，至今我是记忆犹新的。大家看了这段记事，一定会问，50年后，柳公这批期刊藏书现今在哪儿呢？建国后的1950年冬10月中，柳公从北京返回上海一次，小住半月，处理沪寓的一切家务，因为此后北归将长久住在首都了。沪寓的藏书，包括期刊和图书，都捐献给了国家，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受。后来，上海图书馆建立，文管会就把柳公的所捐拨交上海图书馆入藏。

本文的题目和内容，都说是柳公的沪寓藏书，那么柳公少年、青年时在家乡吴江县黎里镇居住，其故居是否亦有藏书呢？有的，也有很多，那是以线装古籍为多，就内容来讲有“两多”：一多是乡里文献，凡属吴江县特别是黎里，扩而大之到苏州府属地区的历代著作和地方文献，均着意收罗；二多是明末鼎革之际抗清的忠臣义士的著作，如夏存古父子、黄淳耀、陈子龙、吴日生、张苍水等的文集，本为清廷的禁书，柳公则勤求之不遗余力。因为他自1902年16岁始读《新民丛报》和卢梭的《民约论》等，有了民主、革新的思想；次年到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章太炎、邹容、蔡元培诸先生，进一步具有反清、革命的思想，20岁那年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。所以，收藏典籍，倾重于这个方面，为革清廷之命张本。这批家乡藏书，也在1950年冬捐献给了国家，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亚农同志和柳先生商定，委派先师陈乃乾先生专程由沪到吴江黎里柳公故居清点装箱，水路押运到沪，交付文管会，计有300箱之多。所以，柳公沪、吴二地藏书，如今都在上海图书馆。
本文作者胡道静为柳亚子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时的同事，其父寄尘、伯父朴安都是南社著名社员，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、版本专家。

